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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如何研究警察

———美国警察与社会研究述评

储卉娟

提要：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系统进入警察研究，带动了警察社
会学与警务改革的双重发展。本文尝试回到这一知识领域兴起的具体情境，

将警察与社会的研究成果与脉络重新放入警务提升运动的社会背景之中，探

究社会学如何开始对警察的研究，造就了哪些重要的知识系统，以及这些知

识如何进入警察制度的内部改革。本文旨在具体展现社会学研究与警务改

革的互相促进，深刻理解全世界范围内铺开的新警务模式及其带来的治理变

革，并展望中国社会学研究警察领域的核心问题与理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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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舶来制度，警察在中国的发展已过百年。自１９０１年清政
府在京师设立“善后协巡营”，１９０２年袁世凯在天津设立地方“巡警分
局”（韩延龙，１９９３），这种国家统一权力控制、科层制运作的治安组织，
便逐渐吸收和取代了传统社会的里甲、保甲、乡绅、地方精英等治理方

式（瞿同祖，２００３／１９６２；费孝通、吴晗；２０１３／１９８８），成为国家权力和民
众生活直面接触的重要力量。

如今，中国警察与国家治理、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正进入最复杂的

阶段。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化，国家治理目标日

趋多元，科技的发展不断刷新个体与公共生活之间的界限，城乡流动与

关系再造带来各种新型矛盾，处于政府与民众接触地带的警察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危机。近些年来有关警察的现实争议频发，也从经

验层面清晰地表明目前警察与社会关系之复杂诡谲。

在此背景下，着眼警察与社会间关系的警务社会学，开始逐渐受到

中国学界和实务界的重视，组织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社会运动等多种

视角被广泛应用于警务实践的研究，警察组织、警察行动和警务过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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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学家关注的新田野，为理解我国基层政府和社会互动提供了大

量新鲜案例。

然而，同样是在全球化、城市化、公共安全复杂化的新社会情境下，

《警察与社会》杂志（Ｐｏｌｉｃ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于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组织刊发“重
返经典”（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ｓ）系列评论，却呼吁埋首细节与概念的
专业研究者暂缓田野，重返学科最初的问题意识，重新思考学科与研究

对象之间的关系：社会学为何要将警察研究纳入自身的研究领域？除

了扩大学科的经验版图、制造专业化的知识成果之外，社会学研究究竟

能够为实践中的警察发展与改革提供什么（Ｒ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５；ＯＭａｌｌｅｙ，
２０１５；Ｗ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２０１５；Ｇｒｅｅｎｅ，２０１５；Ｌｏｆｔｕｓ，２０１６；Ｐｏｎｓａｅｒｓ，２０１６；
Ｎｅｗｂｕｒｎ，２０１６；Ｈｏｌｄａｗａｙ，２０１６）？

除了提醒研究者特别关注“知识是为了谁”之外，这一系列评论对

于我国的警务社会学发展还具有特别的启发意义：如果说警务社会学

的基本视角、概念与理论皆是社会学家在美国警务实践中发展而来的，

始终带有强烈的介入／改革现实的意图，那么，在将其直接应用于分析
我国的经验与实践之前，我们理当先充分认知这一知识系统与所在社

会之间的关联，方可为发展基于我国本土传统与实践的警务社会学提

供必要的比较基础。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尝试系统梳理美国警察与社会研究的历史脉

络，将其放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后的警务提升运动（ｔｈ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
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ｉｎｔｏ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的社会背景之中，探究以下问题：１）社会学何
时以及如何开始对警察的研究；２）社会学对警察的研究造就了哪些重
要的知识系统；３）这些知识是否以及如何进入警察制度的内部改革。
通过对警察与社会研究内在发展理路的梳理，本文希望能够具体展现

社会学研究与警务改革互相促进的过程，从而更深刻地理解目前正在

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铺开的新警务模式，其背后的社会模式、价

值预设，以及其所期望带来的治理变革。

一、社会学的加入：一次反职业化的努力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韦斯特利在美国学术史上首次采用社会学
实地观察法研究警察的日常工作，他在印第安纳州的调查发现，警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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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主要并不是打击犯罪，而是承担包括处理醉汉、疯子、死尸等在内

的“脏活累活零散活儿”（Ｗｅｓｔｌｅｙ，１９５３，１９７０）。这次调查带动了社会
科学研究者对警务工作的实践性探索，到６０年代，以警察为田野的研
究在美国已经蔚然成风（Ｇｒｅｅｎｅ，２０１０）。

然而，从已经成型的研究脉络回溯，并不能回答社会学为何要选择

进入警察领域开始相关研究，为何又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后吸引了众
多研究者的目光，警察社会学的对话对象是谁，社会学的加入对于警察

研究究竟带来了怎样的改变等一系列问题。基于这些问题，我们将目

光拉回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之前。

（一）背景：美国警察科学的兴起
在社会学进入警察领域之前的知识体系中，警察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

ｐｏｌｉｃｅ）位于绝对的中心位置，它是近代工业化与城市化促生现代城市
警察制度后的又一次重大发展。

作为犯罪控制和秩序维持的活动，警务（ｐｏｌｉｃｉｎｇ）可以被追溯到早
期国家出现的时刻（恩格斯，２００３／１８８４），但“人、职业、组织机构”合一
的现代警察制度（ｐｏｌｉｃｅ），则起源于工业革命之后的城市治理转型
（Ｈｅｎｒｙ＆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７），在１８世纪与１９世纪早期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分
支繁荣一时（马篧尔等，２０１２：２６３－２９３）。工业革命带来陌生人社会
的兴起，终结了以固定人口结构和长期共同居住为基础的治安官制度

（Ｎｏｖａｋ，１９８９）。１８２９年，英国议会通过“改进大伦敦及附近警察法
案”，建立新型警察组织，以取代日益失效的守夜人。几乎同时，１８４４
年，纽约州选择参考伦敦模式，率先建立城市全天候防范警察。波士

顿、费城等主要城市也都陆续跟进，设立城市警察（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３）。
早期的美国警察具有非常明显的“政治化倾向”（Ｋｅｌｌｉｎｇ＆Ｍｏｏｒｅ，

１９８８）：警察由警监委员会管理，必须来自所在街区，由选区议员提名，
由选举产生的市长任命，以服务社区为主要工作职能。研究者将此时

的警察描述为“政治技工”：警察和政治家的利益紧密联系，各选区政

治家借由人事权对警官的行动施加终极影响。

城市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利益斗争随时存在，警察因此深陷因政治

干预而产生的腐败泥潭（Ｆｏｇｅｌｓｏｎ，１９７７）。为解除积弊，新城市精英和
力图消除腐败的新一代警察管理者希望警察从市政府中独立出来，发

展成一个自治、高效且受人尊敬的职业。二者共同呼吁一种“独立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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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的抽象理念，由此促成了１９世纪末警察知识体系的第一次重要发
展———警察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ｌｉｃｅ）形成。

警察科学几乎迅速重写了关于警察的一切概念（兰沃西、特拉维

斯，２００４）：
第一，警察的工作被重新描述。新的工作描述认为，警察工作需要

特殊的培训、技巧或能力，警察成员要致力献身于警察事业，必须在工

作上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在职业化的倡导下，警察的职责被重新定

位。警察机构变成了执法机构，他们的目的是控制犯罪。

第二，控制犯罪的专业知识得到空前的重视。１８９３年，全国警察
局长联盟召开第一次会议，并逐渐演变成国际警察局局长协会。通过

会议逐渐发展起以专业知识为内容的警察科学，主要研究警官的专门

管理问题。同一时期欧洲兴起的犯罪学也在美国迅速流行开来，强调

用各种科学和专门知识来推进侦查和控制犯罪。

第三，警察组织逐渐发展成独立而专门的领域。管理者协会的建

立，促进了警察内部职业身份的发展，形成了全国统一的领导。行政管

理方面，开始制定选拔警察和晋升的行政程序。行政能力测试被采用

作为提高警察人员素质的第一步，来源随意性被最大限制，精英化趋势

非常明显。

第四，警察的自我认同随之发生了转变。警官开始逐渐将自己视

作特殊职业群体，认同自己的独立职业身份，而非政治家的附庸。

第五，努力扭转公众对警察形象的认识。１９０８年，“现代警察管理
之父”伍尔莫在伯克利设立了第一家培训助理执法官的警察学校，聘

请大学教授授课；增加了警察技术方面的投入，建立科学的犯罪侦查实

验室，鼓励高等院校开设培养警察课程，努力增加警察作为一项专门性

职业的形象。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大萧条之后，警察成功地从最初的腐败泥沼变
成了光芒四射的职业，而到了１９６０年，无论是警察还是普通公众都已
普遍相信，警察不再是一个零碎的工作，而是职业，是控制犯罪的专家。

（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警察科学的社会性危机
警察职业化的成功和警察科学的确立却意外地改变了警察和公众

的关系。职业警察成功脱离了社区和公众（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３），被纳入高度
科层化的官僚体系，以控制犯罪为主要职能，追求以法律标准或其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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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准则为基础的普遍主义理性决策。与此同时，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美
国却进入了历史上最迷茫的时期。民权运动、反越游行、学生罢课和暴

乱此起彼伏。大法官沃伦领导下的美国最高法院发起正当程序革命，

以积极司法突破旧社会秩序，在一系列判例中重新界定公民权利（图

宾，２０１０），而其早期的相当多判例都涉及职业化的警察，判定警察的
行为失当。①

时代的变化使得刚刚完成职业化的警察陷入了巨大的社会性危

机。一方面，在新的职业设定里他们必须站在政府的一边，抗拒对任何

利益群体的偏向性，扮演维持秩序者的角色，却会因此受到来自司法和

社会的抵制；另一方面，混乱社会里犯罪率持续上升，对职业化队伍的

效率和效力都带来了威胁。警察的尴尬在社会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醒

目，为了应对各种张力和压力，警察的社会面目（ｓｏｃｉａｌｆａｃｅｔ）变得自我
矛盾，关于其职能的讨论重新走向政治化（Ｒｅｉｎｅｒ，２０００）。

警察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处在变革时期的整个法律领域的困境。如

何看待既有的法律，法律如何对待社会的演变，如何在法律内部嵌入社

会演变的机制？在这一背景下，法律与社会运动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兴
起。第一批法律实证主义学者开始研究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之间

的差距，试图通过减少差距来对法律实施进行改善。被设定为法律执

行者的警察部门也被深深地卷入了这场知识运动。

如果说民权运动改变了警察开展工作的社会情境，正当程序革命

逼迫警察重新思考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法律与社会运动的兴起则给了

警察部门一个新的机会，通过专业知识的范式更新，重新认识自己与法

律的关系、自己的行动界限以及自身行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然

而，之前数十年新兴的警察科学和犯罪学，从本质上来说只是提高专业

技能，增加执法效率，而无法帮助这时的警察部门理解其所面对的社会

困境。

警察的职能到底是什么？警察与社区之间究竟是何关系？警察可

以扮演何种社会角色，正在扮演何种角色，又应该扮演何种角色？这些

问题需要一种全新的、面向经验、实证取向的研究来加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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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中，１９６６年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确立了美国刑事司法领域著名的“米兰达规则”，
要求警方羁押当事人必须告知其拥有某些权利，对基本权利的保障超越打击犯罪成为警

察的首要职责，这成为正当程序革命中最具代表性的里程碑。



（三）反思警察科学：社会学的加入
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学进入警察研究时的背景：这不是

一次填补空白的纯粹学术扩张，而是由当时的社会发展和警察部门的

共同需求决定的范式更新。

首先，新范式要求重新理解警察工作的真相。１９６２年，班顿在美
国南部对三处警察局展开调查（Ｒ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５），发现尽管警方的确会处
理很多暴力案件，但他们实际上仍面对着大量的非执法性服务工作；

１９６４年，班顿（Ｂａｎｔｏｎ，１９６４）综合在英国苏格兰地区城市警察分局的
田野资料，发表《社区中的警官》（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ｅｍａ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通
过对警察工作日程记录的查阅以及对警察小队长、新警察和巡警的访

谈，发现英国警察的日常工作往往很少与犯罪相关，甚至几乎完全与犯

罪无关，各种琐碎的服务性工作占据了警察绝大多数的时间。之后他

在美国进行的研究也显示，现实和职业化、专业化的警察想象相去甚

远。无论英美，对于治安的维持仍然构成警察的最主要活动，警察更多

扮演着“治安维护者”而非“执法者”（ｌａｗｏｆｆｉｃｅｒ）的角色。
其次，新范式也要求重新理解警察的职业文化。１９６６年，斯科尔

尼克（Ｓｋｏｌｎｉｃｋ，１９６６）发表《无需审判的正义》（Ｊｕｓｔｉｃ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ｒｉａｌ），将
对警察工作的观察推向社会心理层面。实地调查发现，警察职责中包

含着两个关键性的变量———危险和权威，这使得警察往往很多疑，要求

他人服从权威，而且愤世嫉俗而冷漠。这种工作环境导致警察文化很

可能围绕猜疑、内部团结与外部隔离、保守主义的特点而展开。“警

察，作为其社会地位综合特点的产物，倾向于形成他们自己独特的看待

世界的方式，并通过这种认知透镜来看待各种局面和事情”（转引自薛

向君，２０１０：１４３）。斯科尔尼克将此称为警察的“工作人格”。工作人格
概念的提出极大地挑战了职业化时期关于警察遴选、培训的基本假设。

要改变不良的警察文化，重点不在于挑选适合这一职业的人，而是要转

变职业构建的“认知透镜”，防止愤世嫉俗、冷漠等人格在工作中生成。

再次，新范式要求重新理解警察行为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１９６８年，威尔逊（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６８）出版《警察行动的种类》（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ｏｆ
Ｐｏｌｉｃ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一书，从更加广阔的社会结构角度来理解警察的个人
行为。他观察和记录了八个社区内巡警处理日常事务的方式，发现虽

然巡警的职能都是执行法律、提供服务和维持秩序，但不同社区内警官

解决警务问题的方式却会有所不同。威尔逊最初的研究重点是警官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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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角色及其行为选择，但很快他就发现，警官做出决策的模式与所在

组织的风格密切相关，而警察机构的风格则受其所处社区的人口特点、

所在城市中的政府形式影响。

从韦斯特利到威尔逊，参与观察法支配了这一时期的对警察的社

会学研究工作，催生了一批重要的田野观察，关于警察的全新认知开始

在社会学家的努力中逐渐成型：警察到底在做什么；是谁决定着他们应

该做什么、怎么做；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哪些因素决定了他们的

行为方式和性格类型？透过社会学家的工作，人们逐渐发现，尽管在大

众的认知———甚至是警察自己的认知中———警察的主要职责已经变成

打击犯罪、惩处恶行的英雄，但实际上，维持治安、处理巡逻中出现的突

发状况，以及零零碎碎的服务型事务仍然是警察工作的主体。治安维

护和服务性工作不但占据了警察最多的精力，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着公众对于警察及其背后整个国家的法律与行政体系的评价。同

时，警察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并不总是以法律为依据。多元行为模式

的存在既是社会（人口、政治、文化等因素）对警察工作发生影响的体

现，也是警察工作必须拥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必然结果。

（四）社会学为警察研究带来了什么？
除了带来实际经验上的冲击之外，重新阅读早期警察社会学的研

究，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学家的加入将当时社会学界流行的、不同于警

察科学的潜在社会性假设带入了警察研究，强有力地重塑了后续研究

的基本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

首先，引入社会控制理论使警察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受到更多关

注。与警察科学所极力营造的“专业打击犯罪”形象相反，社会学家更

看重警察日常活动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威尔逊指出，与其说是执行法

律的职责界定了警察的角色，不如说是维持秩序界定了警察的角色。

什么是秩序则是一个认识和社会习惯的问题，并非由法律规定的固定

状态。因此，警察必须依赖公众的预期和认识来界定什么是秩序

（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６８）。在社会控制视角之下，警察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再次回
到研究者视野之中，成为核心问题。

其次，关注点逐渐从犯罪转向越轨行为，研究者得以摆脱“犯罪—

惩罚”的固有思维定势，转向对越轨之社会机制的讨论。来自当时芝

加哥学派的越轨研究（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６１；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６３）推动从社会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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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去思索生活实践中的日常与反常。此时进入警务领域的社会学家

非常明显地受到这一风潮的深刻影响，将正在逐渐形成的“控制犯罪

的专业者”也看作是警察被贴上的社会标签，将一直以来以社会控制

机构的强势者形象出现的警察推到了社会控制的对象位置，对其进行

反标签的操作。

基于以上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社会学在进入警察研究的最初时

刻已然构成了整个政治和警察领域内职业化努力的对立面。在政治改

革和警察管理者努力为警察赋予独立的控制犯罪专家身份的同时，社

会学家反其道而行之，进入警察的日常实践，试图揭示正在发生的警察

的真正“工作内容”与“社会角色”。

最后，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警察与社会关系探讨的

新范式。犯罪学与警察科学将警察研究的关键主题设定为管理与技

术，而社会学则将主题改写为外在结构与警察行动之间的张力。国家

和社区代表了结构性的力量，警察的日常行动则展现着实践的发生形

式。究竟是结构决定了角色和行动模式，还是行动本身塑造了警察所

置身的社会结构，成为警察研究新的重要主题，也开启了将警察制度设

计与行为干预放入宏观社会结构之内进行探讨的新路径。

二、美国警察与社会研究：一个逐渐扩展的新知识体系

沿着反职业化、揭示警察实践机制的路线，美国的警察与社会研究

至今已发展出极度丰富多彩的面相，各主要社会学分支与警察研究都

存在重要的交叉领域，形成了一个异常庞杂的知识体系。通常来说，研

究者倾向于采用主题概括的方式来实现通盘把握，例如卡恩（Ｃａｉｎ，
１９７９）指出，社会学家进入警察研究之后，涌现出五种比较有代表性的
研究：警察与公民权，警察组织，警察与越轨行为，警察与社区，警务政

治（社区控制、警察制度化、警察与国家、历史与比较研究）。这种以主

题为线索的归纳有助于归类，但也往往导致主题先行式的脉络梳理，以

梳理者自身的研究兴趣来导引既往的研究。本文将尝试改变归纳思

路，以关键研究视角为分类标准，重新整理警察与社会研究的主题与发

现，具体展现警察研究与社会学各分支研究之间的交叉状况，同时突出

时间线索，在文献发展历程中追溯研究视角的分化和发展过程，展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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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如何以其丰富的研究视角不断拓宽警察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

并最终形成今天所见的新知识体系。研究视角隐含着研究者对于何为

关键主题的价值判断，而时间线索的加入则能够帮助我们重建学术知

识与时代发展、关键主题之间的关系。

总体而言，美国的警察与社会研究从历史社会学视角发端，将研究

重点从警察的实践行动机制扩展到警察与更复杂的历史社会问题之间

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随着警察职业在政府城市治理过程中地位的增

强，政治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视角日益变得重要。当警察组织不断扩

大、分化、多元化和专业化之际，组织社会学和职业社会学视角逐渐成

为经验研究的主流，最终形成一个囊括外部视角与内部视角的警务社

会学知识体系。

（一）作为基础的历史社会学视角
历史社会学视角的加入大大拓宽了社会学讨论警察问题的宏观视

野。早期社会学家讨论警察与社会的关系多采取朴素的参与观察法，

虽然挖掘了实践中的丰富细节，却导致问题意识相对狭窄，严重受制于

当时主流社会学界的热点，更多表现为一种“外部视角”，无法从“内部

视角”观察和回应警察制度本身存在的困境。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部
分研究者转向警察制度历史本身。采取历史分析法并非出于考古的兴

趣，而是为了认识长时段内的警察变化，发现变化的机制与模式，进而

借此评价以往的改革以及预测未来（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３：２）。在历史社会学
的视角下，警察与社会研究发展出两套不同走向的研究体系，即横向历

史比较与纵向历史演化。

横向历史比较将美国警察的发展史置入近现代国家兴起的图景之

中，观察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国家形态与政治需求背景下，警察制度如

何被发明、采纳和调整，以适应新时期的国家管理和社会治安需求。研

究者通过对不同地区———例如英国（Ｃｒｉｔｃｈｌｅｙ，１９６７）、意大利（Ｄａｖｉｓ，
１９８８）、法国（Ｓｔｅａｄ，１９８３）、日本（Ｗｅｓｔｎｅｙ，１９８７）———的历史分析发现，
警察兴起这一“社会事实”关联着现代化早期的三大核心问题：在权力集

中的需求迅速发展的１９世纪，政府所代表的国家权力与传统所根植于
其中的地方权力之间的力量消长；制度设计时在保障个人自由与管理社

会秩序之间的具体权衡；新崛起的现代国家为自身所设定的职能目标。

纵向历史讨论则专注美国警察历史，致力于讨论不同历史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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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判断警察演化的方向与动力机制。受到涂尔干（２０００／１８９３）关
于工业社会与社会控制演化相关性论断的启发，伦德曼（Ｌｕｎｄｍａｎ，
１９８０）将警察类型与社会团结形式结合，启发了一系列有关警察演化
模型的研究。研究者认为警察的发展与社会团结机制变化之下社会的

组织形式发展有关，现代警察的出现可以理解为社会日益复杂过程的

一个部分。随着社会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发展，社会组织形式日益

分工或专业化，社会控制的权力逐渐转移到精英手中，出于对犯罪率提

高带来社会秩序混乱的恐惧，社会精英决定设定一个特殊的机构来掌

握警察权力，挑选一批人专任警察，警察随之从非正式警务向正式警务

演变，逐渐走向职业化。

经过研究者的努力，历史社会学视角发展出了一套关于发生学和

动力学的知识体系，更具有结构性的观点超越了早期警察社会学家对

互动与实践的关注，成功地将警察问题的讨论拉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时

空背景：近代国家的崛起，工业社会的巨变。关于警察与社会的关系，

社会学家能够不再局限于讨论“实践中的警察究竟怎么工作，扮演什

么角色”，而是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关照警察制度背后复杂的国家与

社会关系如何使得警察成为一个关键的政治社会学问题；警察的工作

如何在自由与管控间调整，成为城市社会学中讨论发展与治理的重要

维度；警察组织如何设定、如何维持、如何变迁，组织的集权化与分权化

会如何影响警察与社会的关系，成为组织社会学关注的重点；最后，职

业社会学家接续伦德曼等人的关注，开始讨论当警察最终形成一个职

业之后，这个职业如何发展、维持、演化？这个职业究竟塑造了怎样的

从业人员，又进而如何塑造了相关的职业文化与价值系统？

简而言之，历史社会学视角的引入使得“警察与社会”这一题目能

够包容来自更多分支学科的关注，使得警察与社会研究真正成为一个

交叉性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以下将分类详述之。

（二）国家与社会之间：政治社会学视角
政治社会学致力于探讨警务领域内的政治性议题，从现代国家与公共

生活的关系及其变迁这一核心问题出发，对警察与社会问题的探讨先后集

中在三个主题：警察与国家，警察与精英权力分配，警察与社会运动。

１．警察与国家
早期社会学家主要受到社会控制理论的影响，强调警察对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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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应对和对越轨行为的反应，关注警察控制犯罪背后的社会秩序

维护功能（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１９７３；Ｓａｍｐｓｏｎ＆Ｌａｕｂ，１９９３），以及“警察”标签
背后的社会控制实践（Ｂａｎｔｏｎ，１９６４）。这种研究虽然成功地将社会学
视角代入了警察与社会研究，却忽略了警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福柯对现代权力特性和演变的研究，特别是“规训”和“治理术”概

念的提出，为重新理解警察、国家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

想资源。经由惩罚和监狱的改造，现代国家的权力运行从公开的、暴力

的、身体性的转变成为精神性的微观管控（Ｄｅｆｌｅｍ，１９９７），新的社会控
制看重对人的重新塑造、训练和服从，从而完成对社会和个体的矫正和

控制。在福柯看来，这种权力的积极特性源自于现代牧领式国家的兴

起，国家和法律不再被理解为对公民的压制和束缚，而是带领民众走向

健康、丰盛未来的积极力量。作为国家的社会控制力量、法律的执行

者，警察因此必然承担起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而社会学家在实践中所

观察到的琐碎工作则是治理性警察制度的必然结果。

受到福柯的启发，科恩（Ｃｏｈｅｎ，１９８５）提出了关于社会控制的新观
点，认为警察的崛起和发展意味着社会控制的历史性转变，而前后的控

制手段、目标上的差异构成了我们深入理解国家变迁的重要进路。关

于社会控制的新理解激发了一系列从警察与国家深层关系入手的研

究，例如私人和公共警务、警察与空间治理、警察与夫妻关系、移民管

理、警察与国家建设，等等（戴弗雷姆，２０１０：２２３－２４５）。
２．警察与精英权力分配
体现警察权力在国家与资本之间分配的私人警察研究尤其为人瞩

目。私人警察包括各种私人经营和私人出资的安全机构和保安机构，

其历史比专业警察更悠久。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邻里守望就是一种

私人警察制度。早在１８世纪中期，美国西部边疆就建立了民间治安维
持会，既向社区提供廉价执法，也帮助树立规范预期。南部殖民地通过

建立巡逻队的立法，成员享有控制平民的权力，主要是控制黑人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Ｍｕｒｐｈｙ，１９９０）。直到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公共警察制度兴起
之后，社区精英才退出对本地社会的直接管理，转而凭借对警察的政治

性控制来行使权力（Ｃｏｎｌｅｙ，１９８４）。经过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警察
进步和职业化改革，警察的管理权基本收归集权化的警察管理者和市

政厅，在新的权力格局下，社会力量只能以公共服务的消费者身份接受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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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警察的衰落无疑是现代国家兴起的结果，而它在２０世纪中期
之后的蓬勃发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私人保安的发展已经超过
了公共警察”（Ｒｅｉｓｓ，１９８８）———看似是历史传统的复兴，实则是国家之
外的力量对公共警察暴露出来的局限的反应。政治社会学研究私人警

察，主要是关注不同类型的精英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如何分享管

理公共生活的权力，并考察由此带来的治理机制转型。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犯罪率不断上升，公共警察无法有效完成其打击
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承诺，促使企业和个人打破权力垄断，日益依赖

私人保安措施和私人警察。到 ８０年代，公共警察甚至以合同警务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Ｐｏｌｉｃｉｎｇ）的方式雇佣私人保安公司作为附属协助机构
（Ｓｈｅａｒｉｎｇ＆Ｓｔｅｎｎｉｎｇ，１９８３）。资本借由保安公司加入到公共生活管理
的权力体系当中，也使得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更趋复杂。

通过对私人警察体系的研究，政治社会学家对福柯的治理式全能

国家趋势提出了质疑和补充。围绕私人警察的职能、作用和实践机制，

在国家治理层面出现了“监管式国家”（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ｓｔａｔｅ）与“后监管式国
家”（ｐｏｓ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ｓｔａｔｅ）的争论（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２００６）。“监管式国家”理
论强调福柯式的国家模式（科层制的公共福利国家）依然有效，资本依

附于国家，国家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张力仍是核心张力。“后监管式国

家”理论则强调治理过程中非国家行动者正在加入，认为一种新国家

模式（去国家化的、借助社会网络和新权力联盟的治理机构）正在被广

泛实践，在这种模式背后是监管式资本主义（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见
ＬｅｖｉＦａｕｒ，２００５）的崛起，而警务领域内私人警察的复兴与资本的加入
正是国家治理转型的一个突出信号。

３．警察与社会运动
在权力结构和治理转型的过程中，警察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日益凸

显。公民不服从（ｃｉｖｉｌｄｉｓｏｂｅｄｉｅｎｃｅ）在西方社会历史悠久，警察如何处
理公民抗议成为政治社会学家捕捉的最新研究主题。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开始，政治社会学家开始用大规模跨国数据来讨论针对社会运动的警

务活动的目标（Ｐｏｅ＆Ｔａｔｅ，１９９４；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１９９５），记录和分析干涉社
会运动过程中的警察行为（Ｗ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９２）。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
波特和莱特（Ｐｏｒｔａ＆Ｒｅｉｔｅｒ，１９９８）从社会学的角度将警察界定为国家
对社会运动的体制性反应，对警察工作和行为模式的讨论将有助于我

们理解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生成性关系。例如，在民主国家中，警察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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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护法律现有秩序和保护个人自由、公民政治参与权利之间进行艰

难的平衡，警察干预社会运动的方式不仅是国家政治权威是否愿意听

取社会意愿的指标，更影响着运动的实际发展轨迹，既有可能增加挑战

权威的成本从而控制社会运动，也有可能成为运动升级的催化剂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２００５）。另一方面，和社会运动的互动也会影响警察对自
身职业的定义和认同以及他们与民众进行沟通时的策略选择（Ｍｃｐｈａｉｌ
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三）城市生活与控制：城市社会学视角
现代警察诞生于工业社会城市化的背景，构成城市发展的重要制

约和调节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警察工作目标、限度和方式的

讨论一直贯穿着城市社会学发展的脉络，而城市社会学视角的加入也

给警察与社会研究带来了重要的问题意识。

帕克等（２０１２／１９２５）在为城市社会学设定议题时特别强调次级关
系和社会控制，认为它们和人口、邻里、情感秩序一起，构成了城市环境

的最终决定因素。帕克之后，芝加哥学派一直致力于将城市生活、空间

发展与社会控制机制结合思考。警察与空间发展、警察与城市生活变

迁成为城市社会学后来的重要关注点。

１．警察与空间发展关系的研究
此类研究受到芝加哥学派早期人文生态学和后现代空间理论的综

合影响。人文生态学关注区位随时间而变的变化模式，以及变化模式

如何形成以空间为基础的社会排斥。社会排斥带来的城市隔离、贫困

化、少数族裔聚集、灰色秩序形成等问题成为城市警察扩展和调整策略

的重要社会背景。莱恩（Ｌａｎｅ，１９６７）和理查德森（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１９７０）分
别研究了波士顿和纽约的警察在城市化背景下的发展。人文生态学也

催生了对警察机构地理区位分布研究的兴趣（Ｆｙｆｅ，１９９１），探究城市空
间人文结构与警察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如警察的行动与空间之间的

关系（Ｈｅｒｂｅｒｔ，１９９７），执法与空间的关系（Ｐａｉｎ，２０００），犯罪率控制地
图（Ｍｏｎｍｏｎｉｅｒ，２００６）等。后现代空间理论则更为关注权力对空间的
生产，反过来讨论警察作为权力机构的设置如何影响空间的变迁和社

区生活的实际样貌（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２）。
２．警察与城市生活的研究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之后，贝克尔关于城市内越轨文化（吸大麻、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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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等）的讨论迫使研究界关注标签机制的存在。这种对越轨行为

的反转使得警察管理越轨行为的合法性成为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什

么样的警察服务”？这样的问题意识激发了一系列关于警务行为合法

性和必要性的社会学讨论。其中，关于赌博、性产业治安管控的讨论是

特别受到关注的议题。迪克森（Ｄｉｘｏｎ，１９９１）回顾了１９世纪城市化带
来的道德生活焦虑如何导致赌博业进入社会控制的清单。布罗格登

（Ｂｒｏｇｄｅｎ，１９９１）则讨论了这一行业如何在警察的焦虑和腐败的间隙获
得发展，他发现，城市化对公共健康、传统家庭价值的冲击使得街头的妇

女成为社会控制的对象，性产业逐渐被纳入警察控制范围（Ｓｅｌｆ，２００３），
逐渐从普通工作内容转变为警察“矫正公共行为”的道德任务。警察与

城市的关系，不再停留在缉贼捕盗、维护秩序，而是深入到了城市生活的

情感秩序，参与塑造了国家权力与个人欢愉生活之间的内在关系。

（四）组织多元与分化：组织社会学视角
在警察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如果说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城

市社会学仍然是某种意义上的准外部视角，即将警察领域看作一个社

会事实，主要讨论它与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那么稍后引入

的组织社会学视角则已经进入了警察领域的内部，尝试从内部视角来

理解警察。

第一本摆脱传统思辨分析并对警察组织进行实地考察的著作是曼

宁（Ｍａｎｎｉｎｇ，１９７９）写于 １９７９年的《警察工作———警务的社会组织》
（ＰｏｌｉｃｅＷｏｒｋ：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ｉｃｉｎｇ），他实地观察警察组织
的日常实践，展示和剖析其架构和运行方式，探究警察组织如何运行和

维持。此后，社会学家开始全面借鉴组织社会学的视角，对变革中的警

察组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大量的实证材料证明了组织规模（人数、

部门构成等）对警务实践和警察态度的影响（Ｌａｎｇｗｏｒｔｈｙ，１９８５），也发
现了影响组织规模、结构和形式的诸多因素———城乡差别（Ｃｒａｎｋ，
１９９０）、社区文化（Ｃｒａｎｋ，１９９０）和组织环境（人口结构、资源能力和复
杂程度，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１９９９），等等。

就组织本身特性来说，美国的警察组织属于何种类型？传统的警

察组织研究者往往从抽象假设出发，泛化他们对警察组织的描述，将之

简单表述为高度集权的官僚机构，只适合处理例行常规的工作，不恰当

地限制一线人员的自由裁量，因此倡导结构改革（Ｍａｎｎｉｎｇ，１９９２）。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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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社会学视角下，研究者发现，警察组织并非统一的高度集权官僚

机构，而是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例如，伦德曼（Ｌｕｎｄｍａｎ，１９８０）考察
了各地区的警察模式，发现不同地区的警务是从地区历史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警察组织类型的多样性反映了“产生它的社会”的多样性。

美国警察组织的差异性有多大？这种差异性会否发生变化？１９９７
年基于４０１所警察分支机构的大型调查显示，不同地区的警察机构在
逮捕率等工作指标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与机构的人员数量、组织模式显

著相关（Ｗｉｌｓｏｎ，２００３）。对２３６所警察部门自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３年的档
案分析则显示，组织上的内在差异化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各机构在功

能上的差异性明显上升，待遇分化明显下降，而行政层级和职位设置上

的差异性则无明显改变（Ｍａｇｕｉｒｅ，１９９７）。尽管进入２０世纪之后出现
了机构数量减少、规模增大的趋势（Ｒｅｉｓｓ，１９９２），但在功能设置、行政
结构层面，美国警务仍是地方性的，是一个复杂的万花筒式组织体系

（Ｋｌ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４）。
在韦伯预言会不断走向理性化和集权化的现代社会，这种组织上

的“碎片化”（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是如何延续的？研究者发现了两种可能的
因果机制：组织努力适应其所在社会的具体情境和治安需求，或者组织

被不同的文化基础和价值信仰塑造，而这些文化因素有超越社会经济

情境的延续性。

第一种机制要求研究者在讨论组织问题时更多关注外在社会因素

的变化，除了政治、城市、社区外，科技发展对警察组织的影响也成为组

织社会学家关注的主题。对讲、无线电、互联网实时互传等技术的应用

改变了巡警的活动范围和与社区联系的紧密程度，由此对警察组织的结

构、功能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计算机、网络的应用和信息处理技术的发

展则彻底改变了警察获取信息的途径、广度和深度。１９９３年的调查显
示，警察组织对于犯罪分析专家的需求在迅速上升（Ｍａｇｕｉｒｅ，２００３）。
２０００年的数据则表明，分析能力的提高正在影响固定人口所需要的警察
数量和警察机构内部的部门设置（ＯＳｈｅａ＆Ｎｉｃｈｏｌｌｓ，２００３）。

第二种机制则要求研究者关注组织内部的目标设置（ｇｏａｌｓｅｔｔｉｎｇ）
和目标达成（ｇｏａｌ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评估。现代警察组织的目标被设定为维
持治安、执行法律和提供公共服务，但目标集合中各种成分的重要性认

知存在差异，目标组合的多元性最终导致了组织的多样性，因此警察组

织区别的核心即在于警察组织目标各成分轻重次序的判断与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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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ｓｔｒｏｆｓｋｉ，１９８８）。
除了机构之间的差异化和“碎片化”之外，组织内部的“分权化”也

构成了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之后警察组织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Ｍａｇｕｉｒｅ，２００３）。配合警察工作目标向社区服务转向，分权化被各地
警察组织广泛采纳，大量实证研究跟进这一变革，讨论了分权化与警察

满意度、社区满意度之间的关系（Ｇｒｅｇｏｒｙ＆ＭａｃＬａｃｈｌａｎ，１９９９）对于社
区参与、邻里重建和共同体信任的影响（Ｊｅｓｉｌｏｗ＆Ｐａｒｓｏｎｓ，２０００），以及
对于警察组织目标达成的实际影响（Ｍａｓｔｒｏｆｓｋｉ＆Ｒｉｔｔｉ，１９９６）。

（五）职业结构与职业文化：职业社会学视角
职业社会学家关注的则是作为警察职业的实践层面。

首先，大量经验研究努力勾勒出警察职业现实存在的内部结构，讨

论职业行为如何受到性别（Ｂｒｅｃｉ，１９９７）、族群（Ｈａａｒ，１９９７）、年龄
（Ｓｈ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０）等因素的影响，展现了警察职业的结构性特征。

其次，接续斯科尔尼克（Ｓｋｏｌｎｉｃｋ，１９６６）关于工作人格的开创性研
究，职业社会学家详细讨论了警察工作对于警官个人日常生活、情绪、

压力、人格类型等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警察在对待公众的态度、自

身角色定位和职能的认知方面确实存在共同的态度和观念倾向，且与

非警察之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Ｃａｌｄｅｒｏ＆Ｌａｒｏｓｅ，２００１）。
对于从业人员来说，警察不仅仅是一个工作，也是一套被系统接受

的生活方式：制服、权力、工作时间、危险、猜疑和肮脏的工作（Ｍａｎｎｉｎｇ
＆ＶａｎＭａａｎｅｎ，１９７８）。调查数据显示，美国警察绝大多数在超负荷工
作，日常工作中至多只有２０％是处理犯罪活动，其余全是维持治安、社
会服务以及其他的行政事务（Ｄｅｍｐｓｅｙ＆Ｆｏｒｓｔ，２０１０）。既要回应民众
和政府的需要，又要应付不断下达的“用更少的人干更多的事”的指

令，警察肩负的压力不断增大。长时间工作和缺少睡眠对警察的身心

健康和工作效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Ｖｉｌａ＆Ｋｅｎｎｅｙ，２００２），对警察自
身安全也有着明显负面影响（Ｓｅｎｊｏ＆Ｄｈｕｎｇａｎａ，２００９），从而产生警察
职业普遍性的压力和职业倦怠。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针对警务工作中
各类压力源以及警察的抗压反应的研究陆续出现，研究者发现警察职业

遭受着低级感、倦怠感的折磨（Ｆｏｇｅｌｓｏｎ，１９７７），并逐渐开始细致讨论性
别、岗位、工作年限等变量对职业情绪的影响（ＭｃＣａｒｔ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关于警察个性与情绪类型的解释逐渐转向组织因素和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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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６８）指出，并不是待遇、组织或专业训练造就了警察
的工作，而是工作界定了警察。这一观点启发了后续关于警察社会化

（ｐｏｌｉｃ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研究。范梅南（ＶａｎＭａａｎｅｎ，１９７５）认为警察的
社会化是通过职业培训的四个阶段完成的———选择（录用标准）、入门

（学院培训）、碰撞（信念与现实的张力）与调整（接受自己是一名警

察），在这一过程中，警察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态度与行为倾向。

伦德曼（Ｌｕｎｄｍａｎ，１９８０）具体分析了社会化各阶段对警察工作个性中
具体特质的影响，例如，培训中大量控制犯罪和自我防御的教育塑造了

“警务危险”的观念，从而导致新警察往往拒绝将不涉及控制犯罪的警

务看作真正的工作，陷入愤世嫉俗和倦怠（Ｂｉｒｚｅｒ＆Ｔａｎｎｅｈｉｌｌ，２００１）。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研究者致力于讨论警察社会化与职业生活是

否造就了特殊的警察文化：一种独特的理解或分析问题的方式，一套关

于人性与人际交往的知识形态和价值判断体系（Ｍａｎｎｉｎｇ，１９９７）。缪
尔（Ｍｕｉｒ，１９７７）通过对街头警察的日常工作进行细致分析，发现了一
种普遍存在的警察与公众的基本关系———勒索式的胁迫关系

（ｅｘｔｏｒｔｉｏｎａｔｅ），警察必须以威胁对方的尊严、自由或人身的方式获得公
众的服从。这种工作风格来自于警察对于街面复杂秩序的控制职能，

迫使警察成为街头政治家（ｓｔｒｅｅｔｃｏｒｎ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ａｎｓ）。与缪尔的发现类
似，洛夫特斯（Ｌｏｆｔｕｓ，２０１０）认为传统的警察文化包括以下四个特征：
对打击犯罪的过分追求；由异性恋年轻男性把持，普遍抱持关于性别、种

族、性取向的各种偏见；容易变得猜疑、愤世嫉俗，甚至完全忽视公众对

警察工作的评论或反馈；形成一个孤立的群体，对“我们”（警察）和“他

们”（其他人）做出清晰的划分，导致警察内部非常团结，甚至包庇同事。

（六）总结：“警察与社会”知识体系
基于历史社会学对认知时空的开拓，社会学不同分支先后进入警察

与社会领域，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将这一领域塑造成为相对成熟的交叉研

究知识体系。综合以上各视角下的具体研究进展，我们有如下发现。

首先，警察与警务不仅是一个有待被观察的社会行动领域，更是一

项包含内在价值追求、实践逻辑、组织原则和特定文化的社会制度。警

察制度的诞生与发展意味着社会控制的历史性转变，属于现代国家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社会学）；国家权力希望通过警察对日常生活

的监督和管控接管社会，这一政治性目标决定了警察工作范围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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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仅包括传统社会的捕贼缉盗，更包括对城市空间的整体治理，甚

至包括匡正日常生活的变迁方向（城市社会学）；既要服从于统一的国

家权力，同时又要保持对广大社会生活事无巨细的关注，国家与社会之

间的张力迫使警察组织在集权与分权之间不断摆荡（组织社会学），也

迫使警察在更加专业化与更加贴近公众之间陷入长久的困境（职业社

会学）。社会学视角的不断加入，使得研究者可以拥有真正的系统性

的眼光，全面看待警察与警务领域内的各种问题，并将之与现代社会各

领域内的核心主题勾连起来。

其次，作为一项诞生于现代早期、带有明显现代性质的治理制度，

警察内在的制度理性与不断变迁的社会之间也在持续地产生张力。私

人资本的兴起带来了保安业与私人警察的发展，社会运动培育着社会

的自我治理能力，警察制度的调整意味着政治精英结构的动荡与再造

（政治社会学）；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城市化进程开始出现停滞甚

至逆转，警察对日常生活的强力控制受到来自日常生活的抵制（城市

社会学）；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社区和高涨的公民意识，以科层化、职业

化为核心的现代警察组织原则将在实践中如何发展，也决定了社会治

理的效力与效率（组织社会学、职业社会学）。社会学视角在各个领域

的发展都逐渐从理解走向反思，反思当社会开始了关键性的变迁之后，

警察制度究竟面临着怎样的深层次困境。

换言之，社会学进入警察与社会领域之后已经造就了一个包含解

释与反思两个维度的知识体系，一方面有助于系统性理解警察制度的

内核，另一方面也开启了对警察制度时代困境的思考。简要概括起来

如下表所示：

　 　　“警察与社会”研究主题的分化与扩展

解　释 反　思

社会特征 问题意识 社会特征 问题意识

现代化 传统到现代、国家建设 后现代、后工业

治理化 国家目标、精英与权力、社会运动 治理模式转型

城市化 空间治理、日常生活变迁 后城市化

科层化 集权与分权 去中心化

职业化 警察文化、警察与公众 民主化

警察制度、组织、文化与

行动策略如何应对社会

层面的诸多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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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作为行动：社会学研究如何介入警务改革？

作为一个新的知识体系，关于警察与社会的社会学反思性没有停

留在以上理性分析与思考的层面，而是更积极地进入实务领域，深度卷

入警务改革的过程，完成了更进一步的知识发展，最终造就了今天我们

所见的警务社会学。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后，在各种社会事件的冲击下，改革时期努力建
立起来的专业警察体制很快显示出其僵化的特质。随着人口的增长、

犯罪率的增高以及社会的分散化、异质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传统体制下

层级分明、权力集中的警察组织形式在实践中越来越力不从心。增加

人手、加大街面可见的巡逻力度、提高接警速度、依靠法医证据等传统

上被认为是有效的方法也纷纷失去了效力。“警察制度、组织、文化与

行动策略如何应对社会层面的诸多根本性变化”？社会学家的疑问与

警务发展的困境在这一时期交叠在一起，成为此一时期学界与实务界

共同努力的基础。

为应对警务工作困境，１９７９年，警务专家戈尔茨坦在《犯罪与行为
异常》（ＣｒｉｍｅａｎｄＤｅｌｉｎｑｕｅｎｃｙ）一文中，首次提出“问题导向警务”
（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倡导整体性地改造警务工作（沃恩，
２０１０）：警察主动介入社会生活；系统审议社会问题，了解问题的社会
背景、特性与成因；正确定义与剖析问题；按重要性依次归类；基于自身

专业训练，采用最有效方法解决；完善警察问责制度。

问题导向警务对于８０年代之后的警务内部改革影响极大，①但也
招致了社会学家的激烈批评。在戈尔茨坦的构想中，社区只是作为警

察的信息员形象出现，曼宁认可其对社区的关注，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指

出，策略性地增进所谓的警民联系毫无意义，因为警察并不生活在社区

中，只是短暂进入社区交流，更大量的工作还是在他原有的社会群体中

进行。假设警察比社区内居民具有更强的判断力是专业化人士的幻

想。与其幻想警察作为专家带给社区最大利益，不如完善社区结构本

身（沃恩，２０１０：７３－７４）；再造新警察，不如再造作为一套社会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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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问题导向警务使得警察部门内部挑选警察的策略发生变化，越来越关注警察教育水平、

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培养，也带来了热点警务等一系列重要的警务改革。



警察系统；与其去解决细节问题，不如积极应对社会变化，主动推进治

理模式的转型。

（一）治理目标转型：从犯罪到社区
１９８２年，威尔逊和凯宁（Ｗｉｌｓｏｎ＆Ｋｅｌｌｉｎｇ，１９８２）合作提出“破窗”

理论（ｂｒｏｋｅｎｗｉｎｄｏｗｓｔｈｅｏｒｙ），从社区安全感的角度重新解释治安恶化
的原因：如果有人打坏社区的某扇窗户玻璃，而窗户没有得到及时维

修，就可能导致更多人去打烂更多的窗户。这些破窗户会传递出“社

区失序”的信息，导致部分居民迁出，未能迁出的居民安全感降低，减

少公共活动，进而导致治安进一步恶化，社区萧条，吸引更多犯罪分子

入侵。残破或衰败社区的居民或过路人会担心自己的安全，其根源并

非来自实际上的侵害，而是一种孤独的无助感。

破窗理论成功地将治安的源头从“打击犯罪者”转移到“重建安全

社区”。为了降低犯罪率，警务需要将其关注目标从单次打击犯罪转

向社区和社区内的日常细节。社会学家在实践中观察到的警察处理细

微琐事的情况，在新的理论看来非但不是不务正业，反而是警察能够真

正完成其打击犯罪职能的方式。

１９８８年，凯宁和莫尔（Ｋｅｌｌｉｎｇ＆Ｍｏｏｒｅ，１９８８）进一步指出，应该将
城市生活质量视作警察优秀服务的结果，街道安全应成为工作目标。

随后，“生活质量警务”成为新的改革热点。这种新的警务策略在实践

中又被称为“零容忍警务”，或者“消除令人讨厌的事”，甚至直接使用

“破窗”命名，强调警察针对轻微犯罪（特别是公共秩序犯罪）采取强有

力的执法措施，例如乱扔垃圾、乱写乱画、酗酒、乞讨等，都是社会控制

减弱的表征，会助长社区居民对自身生活环境的不安全感，增加他们参

与社区事务的心理成本。如果积极消除这些微小的无序行为，那么就

会传达出严厉打击犯罪的信息，可以更好地预防犯罪，最终促使犯罪率

下降。

（二）治理结构转型：从被动分权到主动分权
在传统警务模式下，统一管理集权化的警察组织是理想状态，但由

于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组织在实践中不得不保持一定的差异性。当

社区安全代替打击犯罪成为首要工作目标，组织差异性便开始得到更

多关注。社会学家认为，社区的多元性与变化性要求主动建立一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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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式管理机制。

在社会学的视角下，社区并非一个简单的概念，由于社区需要满足

本地职能的不同组合———生产—分配—消费、社会化、社会控制、社会

参与、相互协助，社区结构必然是多变的，有效治理社区的体制也因此

需要主动差异化，容纳不同的行动模式。

因此，研究者呼吁全面改革警察的内部管理，同时重塑政府—警察

关系。强调分权化、团队合作与内部交流，要求赋予基层警察更多的决

策权，对中高层管理者的人才选拔和部门管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激发从基层巡警到警察局长等各级警察在警务改革中的积极性；重

塑政府—警察关系则要求警察组织“在警务策略和流程方面进行根本

的变革”，改变既有警务模式中的被动追击犯罪方式，减少刑侦部门的

人员，以节省出资源来承担更广泛的秩序维持和服务提供工作；在巡逻

值班的安排上，应更加注重社区需要；同时鼓励居民开展自助活动。

（三）治理主体转型：从国家治理到多元主体参与
不同于警民联动将民众看作警察部门的“耳目”（ｅｙｅｓａｎｄｅａｒｓ），

社会学家将公民参与（ｃｉｔｉｚｅｎ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理论应用于警务改革，社区
被重新理解为治理的主体而非对象，警务相应地成为社区建设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或者社会资本重构（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重
要组成部分（Ｓｃｏｔｔ，２００２）。

例如，邻里联席会议在社区导向的推动下逐渐进入实践，邻里居民

和警官以平等身份共同商讨本地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芝加哥的社

区月度会议甚至已经成为警察进入公共生活最容易的机制（Ｓｋｏｇａｎ，
２００６），警务部门投入大量精力将本地会议上的意见和决议推向公共
领域，从制度层面争取回应。设立一系列旨在推动警察与社区之间相

互合作的制度，对民众展开警察教育课程，减少对警察的误解；建立民

众报警常规机制，从普通市民的角度来判断何为危险事件，以此来导引

警察的工作；将警察纳入社区管理委员会，将法律关于社会秩序的判断

注入本地社区生活，等等。

由于警察以社区为服务对象，将居民安全感作为工作提升的主

要目标，这也促成了居民安全感调查的逐渐推行和纳入考核警察工

作的指标体系，在制度上完成了从国家到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模式

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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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区导向警务的成熟
在社会学家的努力下，以维护社会秩序、社区导向和权力下放为核

心的警务理念逐渐成熟。凯宁和莫尔（Ｋｅｌｌｉｎｇ＆Ｍｏｏｒｅ，１９８８）把社区
警务的推行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标准。研究者们判定，任何仅仅依靠警

察自身进行社会控制和打击犯罪的努力都会流于失败，警察需要公众

的配合。因此，去中心化、去层级化、平民参与成为当时警务研究者的

普遍呼声。警察组织被要求压缩管理机构，尽量简化决策程序，压缩复

杂的层级关系，并启用不同专业的精英。

理念结合实践的改革浪潮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发端，继而席卷美国。
奥利弗和巴特斯（Ｏｌｉｖｅｒ＆Ｂａｒｔｇｉｓ，１９９８）将社区警务的发展划分为三
个时代：改革（１９７９－１９８６年）、扩散（１９８７－１９９４年）和制度化（１９９５
年至今）。改革时代，社区警务作为项目，以步行巡逻、社区警务室等

形式在部分大城市中实验。基于改革时期的成功经验，此种新的警务

模式迅速扩展开来，仅美国采用社区警务的警察机构就由１９８５年的
３００多个发展到１９９４年的８０００多个。警察活动的内容包括了更多的
社区和生活质量问题，并在改善同社区的关系的同时，致力于打击毒品

和消减民众对犯罪的恐惧。１９９４年通过的《暴力犯罪控制与执法法
案》为社区警务“正式提供联邦补助金，以支持以社区为导向的警务服

务办公室的建立和社区警官的聘请”，由此开启了社区警务制度化

时代。

（五）警察与社会关系重构
及至１９９７年，根据美国警察基金会的调查，８５％的警察部门声称

已经实行或打算推进社区警务。美国司法统计局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

则显示，截至２０００年，人口超过２５万的城市中，超过９０％的警察部门
都为社区警务设置了专职人员。尽管“社区警务”理念之下所施行的

具体策略千差万别，①但核心要素是一致的：秩序维护导向、公众参与

和去中心化。而其表现在具体警务战略上则大多具有以下四个共同特

点：社区犯罪预防，主动而非被动的警察服务，公众参与培训和监督警

察行动以及指挥责任向低阶警察转移（Ｓｋｏｌｎｉｃｋ＆Ｂａｙｌｅｙ，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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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奎尔（Ｍａｇｕｉｒｅ，１９９７）认为，社区警务的出现是继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专业化改革之后警务发展上最大的一次变革，标志着警务在范式上

由传统向民主发生转变。克拉克（Ｃｌａｒｋ，２００５）则将社区警务视为严密
的韦伯式官僚体制的解体和新警务哲学诞生的契机。他从社区警务的

核心要素中提炼出“后现代警务环境”的新范式，用以比较其与传统官

僚制警察组织形式的根本区别：以民主政治体制为基础，强调给在地警

方赋权。

琼斯（Ｊｏｎｅｓ，２００９）进一步指出，社区警务不只是警务模式上的变
化，给地方性的警察赋权也不再仅仅是所谓自由裁量权的权益性扩大，

它更代表着一种警务哲学的变化。传统上，警务和政府治理看似是一

对相互隔离的权力体系，但社区警务的提出使得警察越来越多地涉入

政府管理职能当中，维持治安、解决社会问题都成了原本只负责打击犯

罪的警察的职责。警察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并影响着政府的

形象，警务也越来越多地和管理联系起来。如果说之前警察仍是一种

可以受控于既有法律体系的工具，那么今天警察已经成为“治理者”本

身。福柯基于中世纪国家发展历史提出了牧领治理术，而在新的警务

模式下，权力的行使已经从国家—政府扩展到警务—社区，国家与个体

之间的关系不再能够由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理论来描述，宏观权力和

微观权力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警察的角色、行动与社会意义需要在

这一新型权力运行机制之下被重新理解与定位。

四、美国警察与社会研究的启示：社会学何为

（一）谁在推动警务改革：内外联动机制
在改革由谁推动这一议题上，美国学界流行着划分“内外”推动力

的传统。内部力量包括各类各级警察以及警务系统领导在内的警务系

统从业人员，外部力量则包括普通民众、学术团体、政府以及所有其他

警务系统以外的人员和组织。

美国学界普遍认为，开始于１９６７年的现代警务改革源自于韦斯特
利（Ｗｅｓｔｌｅｙ）关于警察执法暴力以及戴维斯和斯科尔尼克（Ｄａｖｉｓ＆
Ｓｋｏｌｎｉｃｋ）对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调查。但同时，现实社会中的一系列动
荡也是引发警务改革的重要原因。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风起云涌，引

２３２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９．１



发了警察与抗议者之间的激烈冲突。１９６６年，赖斯（Ｒｅｉｓｓ）应总统委
员会委托，就执法问题进行了大型定量观察性研究；国家咨询委员会就

市民骚乱、国家委员会就暴力的诱因与防范均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为回应现实中日益激化的矛盾以及学界的关切，英美等国家陆续出台

了一系列新的警务规范，拉开了现代警务改革的序幕。从这一历史过

程中可以看出，警务的改变不是内部自生型的变革，而是在外力迫使下

被动发生的。

正如贝利（Ｂａｙｌｅｙ，２００８）所指出的，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美国的历
次警务改革都遵从着一个由外而内的推进过程，即改革往往由警察体

制外部的力量发起，再被警察组织采纳吸收。在大部分国家，精英知识

分子往往与警察组织处于一种或明或暗的对立状态，而美国的知识分

子则会直接参与到警察组织和警务的研究之中。他们不仅关注法理程

序，更关注警察行为；不仅注重公平，也注重效率。例如，警察需要公众

的配合，这种来自于社会学研究的理念被运用于密歇根州弗林特的实

践，之后总结成社区警务的基本原则，于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在哈佛大学肯
尼迪学院治安行政会议上广泛分享和讨论。也是以这次会议为契机，

社区警务开始在警界推广。

奥卡贝（Ｏｋａｂｅ，２０１４）针对这一过程，提出了一套包含改革的产
生、扩散与阻碍在内的“警务改革范式”。他梳理了学术团体、联邦政

府、地方政府、警察局局长等不同主体在推动美国警务改革中的影响力

大小和影响之实现方式，研究发现，学术组织、民间团体、地方和中央政

府都在警务创新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创意的提出上，专业化的学

术团体功不可没；而最终的落实则是通过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推动。

警察组织尽管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但擅长吸收外部观点并能够适时

运用警察组织进行配合，共同达成目标。借用贝利的术语，美国的警务

创新已经形成了一个“内外联动的范式”（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ｉｎｓｉｄｅｒ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二）社会学：保持制度反思核心问题的能力
来自于社会学的经验发现与批判理论如何融入专业性法律运作过

程，如何避免社会学家和专业领域各自发展、互相冷漠的状态，一直是

交叉学科研究的核心困难。社会学何为？美国警察与社会研究或许展

示了一个相当乐观的可能路径。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自从

社会学研究进入警察领域以来，时刻面向社会变迁的反思维度逐渐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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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批判性的立场以政策的方式成功进入制度发展过程，甚至带动了警

务模式的全面革新。

具体来说，一方面，研究者从各自的视角出发，深入扩展了警察研

究的关键主题，对专业化的警务知识构成了极为重要的平衡。经由社

会学家的努力，警务部门能够超越效率与效果的功利主义立场，意识到

警察工作与制度的社会政治维度，把握自身工作与更广阔命题之间的

关系，考虑到自由的限度、治理的目标、权力的运行及边界；另一方面，

警务社会学家没有一直停留在外部视角，而是努力站在警察工作的内

部视角，通过对组织、文化和实践的改革来具体回应社会的关键性变

化，最终使关于警察的讨论始终能够位于公共领域之内，避免意识形态

式的简单攻击，让制度与社会的共同演化在实践中成为可能。

（三）循环介入：理念—评估—理念修正—再评估
受社会学影响，社区警务改革期望警察管理系统可以简化，在管理

层级上去中心化、非专门化，减轻等级秩序，更多启用各行业的平民精

英。然而，社会学知识作为社会行动的介入，不仅体现在提出创意，更

体现在后续效果监测和评估过程中。社区警务改革的各种测试是否的

确能够带来社区安全感提升、降低犯罪率，是否能够增加公众参与，是

否能够确实带来组织层级的相应变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社会学
家广泛活跃在跟踪调查和政策评估的领域内，为理念的修正提供不断

更新的经验基础（Ｖｅｒｈａｇｅ＆Ｐｏｎｓａｅｒｓ，２０１４）。
例如，针对社区警务改革对组织变革的推动力，１９９７年，马奎尔发

现，１９８７－１９９３年期间，警察组织的结构基本没有发生任何显著的变
化（Ｍａｇｕｉｒｅ，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几位学者（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１）根据一份包
含美国４７个州、２８１个警察机构的历时性数据，对社区警务在美国广
泛推行的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间警察组织的变化进行分析。数据比对结果
显示，尽管警察人数和财政支持增多，警察组织的功能定位依旧以打击

犯罪为主，并未发生任何值得关注的变化。

２００３年，马奎尔等学者根据六组历时性数据，再次对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的警察组织在警务改革中是否发生了如改革者们所预期的变化进

行检视（Ｍａｇｕｉｒｅ＆Ｓｈｉｎ，２００３）。作者确定了７个指标———功能分化、
空间分异、组织深度、集中度、正式性、公众参与度和管理密度。数据分

析发现，警察组织的层级结构并没有展现出呼声极高的“扁平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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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顶层和底层之间的社会距离不降反升；功能分化和正式性方面，同

样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但另一方面，管理密度和集中度明显

降低，公众参与度显著提升；空间分化上，全国的警务站总数明显增大，

微型警务站的数量也大幅提升，这些都和改革者的想法相符合。种种

迹象表明，转型即使没有达到改革者们预期的标准，也已经开始了。

五、美国警察与社会研究启示：中国警察研究的社会学空间

当前，我国的警务工作正处在如火如荼的改革进程当中。搜索警

务相关研究期刊，社区警务、问题导向警务、破窗理论、热点警务、群防

群治、情报化、大数据化等概念都得到了热烈关注与积极实践。这些新

的举措和改革思路针对的是与美国非常类似的警察工作困境：基层警

察工作职责不明确，任务过度繁重，警力不足，与民众之间关系模糊且

复杂，自由裁量权的限度不清晰，等等。如果借鉴美国警务发展的经验

与教训，我们会发现，从效率和效果入手的改革也许仍只是局限于警察

专业内部的应急举措。“我们能够改变警察文化吗”？卡恩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发出的关键提问或许应当在中国再次被提出。

然而，透过美国警察研究的梳理，我们也应当意识到，包括社区警

务在内的系列新警务改革是在美国社会发展情境当中，为应对美国过

度专业化的困境，借助美国固有的社区文化和公众参与机制而提出的。

真正深入借鉴美国警务改革的经验，仍需要中国社会学研究者以超出

当前困境的眼光，在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和当代社会转型实践中，以实地

调查和理论格局，重新建构警察与社会的关系，为进一步反思和制度建

设提供智识上的必要准备。正因如此，本文认为有必要从借鉴具体概

念、理论与研究方法转向借鉴视角与思路，真正立足本土历史与经验，

思考中国警察与中国社会（历史与变迁）之间的关系。

社会：在社会治理的大问题意识下，我国处在怎样的社会发展阶

段，在政治、经济、文化不同侧面发展是否存在不平衡，地区之间是否存

在差异与多样化？这些多元与差异，如何影响着不同侧面与地区的社

会治理目标？

历史：我国警察制度在怎样的历史契机下建立，它继承了什么，改

造了什么，在中国治理模式历史变迁中，居于怎样的位置，具有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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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政治：警察部门在我国当前承担的职能、工作目标受到哪些权力的

制约，能够运用哪些资源，调动哪些人群，正在塑造怎样的政府—民众

关系？

城市：警察如何参与城市化进程？在所代表的国家力量与必须面

对的日常生活之间，警察如何行动？其行动的策略、效果，如何影响／落
实／改变国家对日常生活的治理？

组织：在法律制度、规章文件上的规定之外，我国警察机构究竟表

现出怎样的组织结构，实践中在怎样运作，是否会与具体的任务和社会

背景结合而发生变异？

文化：我国的警察如何理解自身的社会角色，他们是否处在不同的

角色认同系统之中？公众如何想象警察，二者的角色想象之间是否存

在矛盾？警察如何在职业意义系统和社会意义系统的共同作用下找到

自己的位置，他们又如何理解公众的角色？

近年来，与警察有关的社会事件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公众视野。

正如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美国，追求专业化的队伍无法再保证警察职能
的顺利完成，新的制度建设必须同时面对社会变迁和公众的目光。在

社会生活变化速度越来越快的时代，如何以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促成

警察专业改革和公共意见领域之间的良性沟通，持续推动警察制度与

社会发展的共同演化，使得普通民众的需求能够进入警察的视野，保证

警察作为“必要的暴力”能够最大限度地平衡自由与安全，这或许是当

代社会学家———不仅是警务专家———不容推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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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ｌｅｙ，ＪｏｈｎＡ．１９８４，“ＰｏｌｉｃｅｉｎＵｒｂ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８６０－１９２０．”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３．

Ｃｒａｎｋ，Ｊ．Ｐ．１９９０，“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ＰｏｌｉｃｅＳｔｙｌｅｉｎ

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Ｃｒｉｍｅ＆Ｄｅｌｉｎｑｕｅｎｃｙ２．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Ａ．２００６，“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ｓ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Ｓｔａｔｅ？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Ｒｏｗｉｎｇａｎｄ

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４．

Ｃｒｉｔｃｈｌｅｙ，Ｔ．Ａ．１９６７，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ｏｌｉｃｅ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Ｗａｌｅｓ９００－１９６６．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ｓｔａｂｌｅ．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Ｃ．１９９５，“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Ｔｈｒｅａｔ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

ＷｈｙＳｔａｔｅｓＡｐｐｌｙ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３．

——— ２００５，“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ｏｖｅｒｔ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Ｕ．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ＮｅｗＡｆ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Ｄ．Ｒ．１９９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ｏｆ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Ｐｏｌｉｃ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Ｐｏｌｉ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

Ｄａｖｉｓ，ＪｏｈｎＡ．１９８８，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ｗａｎｄＯｒｄｅｒｉｎ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ｔａｌｙ．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Ｐｒｅｓ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ｃ．

Ｄｅｆｌｅｍ， Ｍ． １９９７，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Ｌａ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７．

Ｄｅｍｐｓｅｙ，Ｊ．＆Ｌ．Ｆｏｒｓｔ２０１０，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ＣｌｉｆｔｏｎＰａｒｋ：Ｃｅｎｇ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ｉｘｏｎ，Ｄ．１９９１，Ｆｒｏｍ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ｔ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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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ｇｅｌｓｏｎ，Ｒ．Ｍ．１９７７，ＢｉｇＣｉｔｙＰｏｌｉｃ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Ｆｙｆｅ，Ｎ．１９９１，“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ｅ，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Ｈｕｍ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５．

Ｇｏｆｆｍａｎ，Ｅ１９６１，Ａｓｙｌｕｍ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

Ｇｒｅｅｎｅ，ＪａｃｋＲ．２０１０，“ＰｉｏｎｅｅｒｓｉｎＰｏｌｉ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Ｗｅｓｔｌｅｙ．”Ｐｏｌｉｃ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５．

——— ２０１５，“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Ｐｏｌｉｃｅ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ＴａｌｅｏｆＴｈｒｅｅＣｉｔｉｅｓｂｙ

ＷｅｓｌｅｙＳｋｏｇａｎ．”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５．

Ｇｒｅｇｏｒｙ，Ｄ．Ｒ．＆Ｓ．ＭａｃＬａｃｈｌａｎ１９９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ｒｉｍｅ＆Ｊｕｓｔｉｃｅ２．

Ｈａａｒ，ＲｏｂｉｎＮ．１９９７，“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ＰｏｌｉｃｅＰａｔｒｏｌＢｕｒｅａｕ：ＲａｃｅａｎｄＧｅｎｄｅｒ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

Ｈｅｎｒｙ，Ａｌｉｓｔａｉｒ＆Ｄ．Ｊ．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７，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Ｂｕｒｌｉｎｇｔｏｎ．ＶＴ：Ａｓｈｇａｔｅ．

Ｈｅｒｂｅｒｔ，Ｓ．１９９７，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Ｓｐａｃ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Ｐｏｌｉｃ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Ｐｒｅｓｓ．

Ｈｏｌｄａｗａｙ，Ｓｉｍｏｎ２０１６，“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ｅｍａｎｓＲｏｌｅ：Ｍａｕｒｅｅｎ

Ｃａｉｎ．”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５．

Ｊｅｓｉｌｏｗ，Ｐ．＆Ｄ．Ｐａｒｓｏｎｓ２０００，“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ａｓＰｅａｃｅｍａｋ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２．

Ｊｏｎｅｓ，Ｍ．２００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ｃ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

Ｋｅｌｌｉｎｇ，Ｇ．Ｌ．＆Ｍ．Ｈ．Ｍｏｏｒｅ１９８８，“Ｔｈｅ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ｆｏｒ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ｉ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Ｋｌｉｎｇｅｒ，Ｄ．Ａ２００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ｖｉｎｇＡ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ｅ．”

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１．

Ｌａｎｅ，Ｒｏｇｅｒ１９６７，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ｔｈｅＣｉｔｙ：Ｂｏｓｔｏｎ，１８８２－１８８５．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Ｌａｎｇｗｏｒｔｈｙ，ＲＨ１９８５，“Ｐｏｌｉｃ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ｉｚｅａｎｄＡｇｅｎｃ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１３．

ＬｅｖｉＦａｕｒ，Ｄ２００５，“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１．

Ｌｏｆｔｕｓ，Ｂ２０１０，“Ｐｏｌｉｃｅ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Ｔｈｅｍｅｓ，Ａｌｔｅｒｅｄｔｉｍｅｓ．”Ｐｏｌｉｃ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

——— ２０１６，“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Ｓ．Ｈｏｌｄａｗａｙ（１９８３）Ｉｎｓｉｄｅ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Ｐｏｌｉｃｅ：ＡＦｏｒｃｅａｔ

Ｗ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Ｂａｓｉｌ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６．

Ｌｕｎｄｍａｎ，Ｒ．Ｊ１９８０，Ｐｏｌｉｃｅ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ｏｌｔ，ＲｉｎｅｈａｒｔａｎｄＷｉｎｓｔｏｎ．

Ｍａｇｕｉｒｅ，Ｅ．Ｒ１９９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Ｌａｒｇｅ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Ｐｏｌｉｃ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Ｅｒａ．”Ｊｕｓｔｉ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３．

——— ２００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ｃｅ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Ａｌｂａｎｙ：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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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

Ｍａｇｕｉｒｅ，Ｅ．Ｒ．，ＹｅｕｎｈｅｅＳｈｉｎ，ＪｉｈｏｎｇＺｈａｏ＆ＫｉｍｂｅｒｌｙＨａｓｓｅｌｌ２００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ｎ

ＬａｒｇｅＰｏｌｉｃｅ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１９９０ｓ．”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

Ｍａｎｎｉｎｇ，Ｐ．Ｋ１９７９，ＰｏｌｉｃｅＷｏｒｋ：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ｎｎｉｎｇ，Ｐ．Ｋ１９９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ｒａｍａ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３．

——— １９９７，“Ｔｈｅ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ｅ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ｒｉｍ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２．

Ｍａｎｎｉｎｇ，Ｐ．Ｋ．＆Ｊ．ＶａｎＭａａｎｅｎ（ｅｄｓ．）１９７８，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ＡＶｉｅｗ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ｔｒｅｅｔ．ＳａｎｔａＭｏｎ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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